
进行分析加工,更期望参与医疗决策。而女性大多数

被认为是处于被保护状态的弱性群体,会表现得更敏

感,特别是在面对孩子突发危重疾病,母亲更容易产

生消极情绪,失去理性分析的能力。因此,对危重症

患儿母亲,可以给予更多的情感支持;对患儿父亲,则
可以给予更多的病情分析与治疗方案的决策引导,满
足其参与医疗决策的需求,以取得配合与支持。
3.2.2 年龄 在参与医疗决策过程中,患者家属受

自身医学知识、人生阅历的影响,造成对疾病的评估

及预后的预判偏差,影响其对治疗方案的选择或治疗

依从性[19]。本研究显示,年龄越大对参与医疗决策

的期望越高,与有关研究结果[20-21]相一致。年龄越大

的患儿父母既具有一定的生活经验,又具有较为稳定

的心理承受能力,他们能够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作出决

策,在医疗决策中显得更加积极。而年龄较小的患儿

父母受社会阅历和生活经历的限制,缺少对疾病和健

康的认知,面对孩子的突发状况,缺乏心理应对能力,
很多时候作决策尚需依靠家中长辈,因此在医疗决策

中和医护人员沟通较少。医护人员应尽可能考虑患

儿父母的年龄及理解、接受能力,对年长的患儿父母,
给予较直观的治疗方法及风险的评估及决策指引,对
年轻的患儿父母,尽可能地详细解释患儿当前的病情

及需要家属配合的内容,使其清楚患儿的治疗方案,
同时也使其了解患儿的预后情况,形成正确、合理的

心理预期,以减少医患冲突。
3.2.3 住院经历 患儿的住院经历对父母参与医疗

决策期望产生影响,首次入院的患儿父母期望水平高

于有住院经历的患儿父母。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:入
住ICU意味着患儿病情危重,死亡风险大,家属的担

心与焦虑增加,尤其是首次入院的患儿,家属对疾病

预后的担心,更期望得到患儿的疾病信息及医疗支

持。当患儿再次入院后,父母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及经

验,能更好地控制焦虑及不安情绪,对医疗决策期望

较前下降[22]。医护人员可以鼓励首次入院的患儿父

母表达自身的意愿,提高参与决策的积极度,可以医

患双方共同拟定适合患儿个体的治疗计划及方案。
而对有一定住院经历的患儿父母,鼓励提供日常孩子

的特殊表现或需求,有利于医护人员进行完整的评估

与选择更合适的个性化治疗方案,让其认识到自己在

决策中的重要性,为更好地医治患儿共同协作。
3.2.4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越高的患儿父母希望获

得医疗信息的意愿越强烈,分析信息的能力亦越强,
视野更开阔,主观能动性更高,因此希望获得患儿相

关医疗信息的意愿也更强烈,父母更希望参与其中采

取共同决策的形式而不是选择独立的决策方式[23]。
低学历的患儿父母可能由于对患儿疾病的认知程度

低,担心疾病评估不准确等,导致其参与医疗决策的

能力受限。低学历的家属因缺乏对信息加工及分析

的能力,更希望由医护人员帮助他们作出相关治疗护

理的决策,这与相关研究结果[24]一致。因此,对高学

历的患儿父母,可以深入探讨患儿目前最需解决的问

题及预后;对文化程度低的患儿父母给予更多关注,
可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、实物或视频模拟的方式,使
其准确理解患儿病情,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医疗决策

中,以免出现决策过度或决策不足的状况。
4 小结

危重症患儿父母参与医疗决策期望较高,受其角

色、年龄、文化程度及患儿住院经历的影响。医护人

员应根据患儿父母的个性特质、价值观及个体偏好,
判断其参与医疗决策的期望,加强沟通交流,落实知

情同意原则,鼓励其参与医疗决策,以提高医患双方

的协同作用,共同促进危重症患儿的康复及医患关系

和谐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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